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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经济带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能力 

时空演化及空间溢出效应 

毛炜圣 钟业喜 吴思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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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师范大学 地理与环境学院，江西 南昌 330022) 

【摘 要】：基于产业创新指数,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对 2001～2016 年长江经带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能力发展水平

时空演化格局及溢出效应深入分析。研究发现:(1)长江经济带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能力总体增幅迅猛,但空间差异

总体呈扩大态势。创新能力空间非均衡性特征显著,“东强西弱”地带性格局稳固;(2)长江经济带战略性新兴产业

创新能力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长三角地区形成稳定的热点区,冷点区域增加,环城市群地带形成稳定的冷点

区;(3)战略性新兴产业各细分产业创新能力发展状态不一,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新材料产业、新能源汽车产业呈多

核心轴带模式演化,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呈单中心极化模式演化,节能环保产业、生物产业、新能源产业呈多核心组

团模式演化;(4)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能力存在空间溢出效应,除人力资源外,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政府政策、

对外联系水平、创新环境产生明显正向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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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 40年来,我国产业规模不断壮大、产业体系不断完善、产业结构不断优化。随着中国经济迈入质量优先的新时代,

以创新为主要动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是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动力和新支柱。战略性新兴产业以核心技术突破和

重大社会需求为依托,科技含量高、物资损耗小、发展空间大、综合效益好,集中代表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方向。长

江经济带作为新时期中国经济发展三大支撑带之一,经济、科技与高端制造业发达。党的十九大报告将“以共抓大保护、不搞大

开发为导向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纳入新时代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厘清长江经济带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区域格

局,提升创新水平对长江经济带落实创新驱动战略、培育未来发展新优势、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目前,战略性新兴产业研究逐步成为地理学、经济学、管理学领域的活跃议题之一。国内外学者深入探讨了战略性新兴产业

这一议题,研究主题聚焦于以下几个方面:(1)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策略研究。国外主要集中于战略性产业或新兴产业[1,2],注重从

技术生命周期理论、耗散结构理论和自组织理论等方面研究产业演变路径[3～7]。朱瑞博[8]提出基于技术经济范式的中国战略性新

兴产业培育政策取向。李林玥[9]借鉴多层次动态因子模型,为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全球化发展的政策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宋韬等
[10]介绍了美国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制度供给,对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具有一定启示。(2)战略性新兴产业空间布局与产业

集聚研究。已有研究对全国
[11,12]

、区域
[13,14]

等尺度下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空间格局的时空演变进行了深刻刻画,中国战略性新兴产

业的空间集聚处于较低水平,区位分布重心趋于南移[15],东部沿海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集聚地[16,17],战略性新兴产业扩张的主战场

是华北地区,且华北地区与华东地区发展效益最好[12],空间上非均衡现象显著。部分学者对中国生物产业[18]、新能源产业[19]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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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集聚水平及其变动趋势特征进行了系统的分析,不同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度的差异取决于产业发展阶段、产业最低门槛、产

业战略地位、经济发展条件、资源组合状况以及产业发展基础等因素[20,21]。(3)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研究。众多学者集聚于战略

性新兴产业创新能力
[22]
、创新效率

[23]
、创新绩效

[24]
、绿色技术创新

[25]
研究。空间维度上,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能力东部地区

强于中部和西部地区。产业层面上,新一代信息技术在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中技术创新能力最强[26]。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能力遵

循“蠕虫状”演进规律[22],研发人员、R&D 投入[27]、融资结构[28]、政府补贴[29]、产业政策[30]和市场需求[31]对战略性新兴产业自主

创新能力提升具有正向作用,尤其是政府的财政干预可以有效促进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之间的合作以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

能力[32]。在复杂网络视角下,张路蓬等[33]以新能源汽车产业为例,深入剖析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网络演化呈现衰减性的“边缘

—多核型”混合结构。张敬文等[34]研究表明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创新网络协同创新绩效受集群创新网络结构和网络能力的影响

显著。(4)传统产业向战略性新兴产业转型升级研究。已有产业拥有形成新兴产业技术创新系统(TIS)的重要资源[35],对新兴产业

与传统产业的耦合程度与阶段做出正确的判断,是推进传统企业以传统业务为支柱向以新兴业务为核心转变的基础
[36]

。城市化水

平、产业集聚、研发经费投入对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的互动关系具有显著影响[37]。空间上,东部地区协调度最高,中部、西部、

东北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仍落后于传统产业的发展,两者协调度较低[38]。 

总的来看,已有研究取得诸多进展,但多数研究集中在宏观产业发展领域,梳理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现状,并提出有关建

议与策略,很少从空间层面展开探讨。地理学者侧重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空间格局、产业集聚探讨,但关于各细分产业创新能力

的研究的文献较少。本研究尝试以地理学的时空维度,通过数理统计分析、空间计量模型,对长江经济带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能

力时空格局演化及其空间效应进行深入分析。有别于以往基于战略性新兴产业这一大类产业的研究,重点分析基于节能环保、新

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等细分行业的创新能力空间格局及演变特征,从而更加细致的分析不同细分行业创新能力的

空间格局特征,不仅有助于长江经济带地方政府重新审视本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状况并优化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各细分

行业空间布局,也可以为长江经济带创新驱动战略实施提供重要依据。 

1 方法与数据 

1.1 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创新指数来源于 2001～2016年复旦大学产业发展研究中心(FIND)、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智库)、第一财经

研究院,基于国家知识产权局的专利数据、国家工商局的企业注册资本数据等微观大数据计算得到,可直接对中国 2001～2016 年

城市尺度创新产出价值全景式地反映 1。依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2012)》,选取节能环保产业、新一代信

息技术产业、生物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新能源产业、新材料产业和新能源汽车产业 7类细分产业,并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的小类条目(四位码)进行一一对应,得到2001～2016 年长江经济带市级尺度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能力
2
。 

本文所需统计数据主要来源于 2002、2010 及 2017 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对于部分缺失的数据,通过插值计算得到。空

间分析的市域尺度行政区划图来源于地球系统科学数据共享网(www.geodata.com)。 

1.2 研究区域 

2014 年 9月《国务院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中明确长江经济带覆盖上海、江苏、浙江、安徽、

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云南、贵州等11省市。长江经济带具有丰富的创新资源,集中了全国30%以上的高等院校和科

研机构,两院院士和科技人员总数约占全国科技工作者总量的 50%。本文以长江经济带内 110 个地级以上城市(直辖市)为研究对

象,对长江经济带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能力格局演变及其空间效应进行深入探讨 3。 

1.3 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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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核密度分析 

核密度估计是估计未知密度函数的非参数方法之一,具有函数形势不受限制、以数据本身作为分析对象,避免了因设定的不

合理导致的误差、以及相对于直方图而言估计结果的连续性更好等优点。核密度的估计式为[39]: 

 

式中:f(x)为根据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能力在n个地区的值X1,X2,…,Xn估计得到的概率密度函数;k为随机核函数;i为研究区

域内的某地区;h为带宽,其取值影响核密度估计曲线的平滑度,最佳带宽的选择要使积分均方误差最小。 

1.3.2 空间相关性分析 

空间自相关分析包含全局空间自相关和局部空间自相关。全局空间自相关反映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能力在长江经济带的整

体分布情况,可以判断长江经济带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能力变化是否与相邻空间有关。本文通过计算全局 Moran’sI 指数来量化

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能力的总体空间关联程度。计算公式如下[40]: 

 

式中:I 为 Moran’sI指数;xi、xj表示长江经济带城市 i和 j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能力观测值;S2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能

力观测值方差;Wij为空间权重矩阵;x¯为长江经济带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能力的平均值。n 为研究区数量;I 的取值介于[-1,1]之

间,当 Moran’sI>0时,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能力为空间正相关,Moran’sI<0 时,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能力为空间负相关。 

选取 Getis-OrdG*
i 指数探究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能力的局部关联特征,识别热点区(hot-spots)与冷点区(cold-spots)的空

间分布,计算公式如下
[41]
: 

 

式中:xi为长江经济带地区 i 的创新能力的观测值;wij为空间权重矩阵。如果 Getis-OrdG*指数显著为正,则表明 i 地区属于

产业创新热点区域;反之则为产业创新冷点区域。 

1.3.3 空间杜宾模型 

常用的空间计量模型有空间滞后模型(SLM)、空间误差模型(SEM)和空间杜宾模型(SDM),其中空间杜宾模型不仅考虑了因变

量的空间关联性,还考虑了自变量空间关联性,能较好的弥补自变量空间联系性问题,即产业创新能力不仅受到本地各因素的影

响,还受到邻近城市滞后因素及滞后产业创新能力的影响[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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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Yit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能力;W 是反映空间邻接关系的空间权重矩阵,本文选择二阶邻接矩阵作为空间权重;ρ 表示

空间回归系数;βi为各影响因素的相关系数;μi表示空间固定效应,λi表示时间固定效应,εit是独立且同分布的随机误差项;xit

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能力的影响因素;Witlnxit为 i影响因素t时期的空间滞后项。 

2 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能力时空演变特征 

2.1 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能力总体差异及空间分布格局 

创新能力总体增幅迅猛,空间差异总体呈扩大态势。2001 年以来长江经济带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经历了一个显著增长的过程,

创新能力在 2001、2009、2016年分别为 1.04、12.82、93.83,地级单元平均值相应达到 0.01、0.12、0.85,在 15a 内增长了 70.83

倍之多,平均增长率为34.47%(表 1)。虽创新能力逐步提升,但至 2016 年长江经济带大部分地级单元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能力仍

处于较低水平。比较各年度创新能力的变异系数,创新能力的差距总体在扩大,但幅度在缩小。2001～2008 年,创新能力的变异系

数增加迅速,由 2001 年的 2.612 增加为 2008 年的 3.732,2008 年成为空间差异的峰值;2008 年之后,创新能力的空间相对差异缩

小态势显现,逐步降低到 2.874。对比分析极差和标准差变化特征可知,高水平发展市域得分增速明显,而低水平发展市域长期保

持稳定,“马太效应”强烈,两极分化日益显著。 

表 1长江经济带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能力(2001～2016) 

时间 创新能力 市域平均值 变异系数 极差 标准差 

2001 1.04 0.01 2.61 0.21 0.03 

2002 1.23 0.01 2.66 0.25 0.03 

2003 1.74 0.02 2.85 0.40 0.05 

2004 2.65 0.02 3.14 0.68 0.08 

2005 3.66 0.03 3.38 1.03 0.11 

2006 5.04 0.05 3.60 1.54 0.16 

2007 6.67 0.06 3.69 2.10 0.22 

2008 9.09 0.08 3.73 2.89 0.31 

2009 12.82 0.12 3.72 4.06 0.43 

2010 17.46 0.16 3.59 5.28 0.57 

2011 24.78 0.23 3.39 6.92 0.76 

2012 34.56 0.31 3.27 9.21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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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44.43 0.40 3.18 11.43 1.27 

2014 55.13 0.50 3.09 13.65 1.54 

2015 72.81 0.66 2.96 16.99 1.94 

2016 93.83 0.85 2.87 21.00 2.43 

 

为直观揭示长江经济带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能力空间分布特征,将 2001 年、2009 年和 2016 年区域创新能力在 ArcGIS10.2

中根据自然断裂法分为 4个等级(图 2)。结果显示:长江经济带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能力空间非均衡性特征显著,极少数长三角城

市创新能力突出,核心—边缘结构明显。具体来看,三个时段第一梯队、第二梯队呈“孤岛”格局,第一梯队仅有上海一地,第二

梯队集中于区域中心城市。这些地区都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在区位及政策的双重优势推动下,产业创新能力一直保持高水平。

第三梯队的空间范围略有减少,多数地区跌落至第四梯队。这些地区大多以传统产业为主,路径依赖下创新能力和产业活力的不

足,导致产业创新能力面临瓶颈。第四梯队地区数量众多,范围出现小幅扩张趋势,广泛分布在非中心城市。由于受自然因素及历

史条件等的制约,工业化起步晚,加之基础不稳,生产效率低下,战略性新兴产业发育不足,科技创新能力薄弱,早期以重庆、成都、

昆明为核心的西部地区创新能力带动疲软,整体产业创新能力不断陷入“洼地”。 

 

图 1长江经济带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能力的空间格局(2001、2009、2016 年) 

2.2 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能力空间关联特征 

为探讨长江经济带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能力的地域集聚格局特征,通过 GeoDa 软件计算了全局 Moran’sI 指数(表 2)。从中

可知:历年Moran’sI值在10%显著性水平下均通过了检验且逐年增大,说明长江经济带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能力存在显著的空间

正相关,即产业创新能力较高的城市在空间上趋向于集聚,并逐年增强。 

为进一步反映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能力的局部关联特征,揭示具体城市间的空间关联格局,计算长江经济带创新能力的 G*
i统

计量 Z值得分,按照自然断裂点法将 Z值分成 4个等级,得到长江经济带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能力冷热点演变趋势图(图 2)。由图

2 可知:长江经济带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能力存在显著等空间正相关,呈现由中西部向东部集聚的总体演变态势,“东强西弱”地

带性格局深化。产业创新能力热点区域基本保持不变,次热点、次冷点和冷点区域变化较大。稳定的热点区主要包括上海、苏州、

嘉兴、南通等城市,始终集聚于长三角地区。次热点区自西向东“萎缩”,毗邻热点区分布并有小范围扩张,主要是长三角地区外

围城市。次冷点区域由“破碎”走向“集中连片”,成都、昆明、武汉、长沙等次热点演化为次冷点。冷点区范围变化不显著,

总体略有扩大,集中分布在中西部省境边缘地区。从区域空间分布特征来看,热点、次热点的集聚范围相对较小,中、西部地区处

于低值集群离散分布状态,集聚特征显著,也说明热点集聚区的正向辐射效应有限,区域产业创新性能力空间失衡区域恶化,形成

“东强西弱”的空间锁定或路径依赖效应。 

表 2长江经济带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能力 Moran’sI 指数(2001～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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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Moran'sI 指数 z P 年份 Moran'sI 指数 z P 

2001 0.002 0.916 0.033 2009 0.367 2.952 0.057 

2002 0.129 0.976 0.018 2010 0.385 2.964 0.033 

2003 0.158 1.134 0.022 2011 0.386 3.035 0.042 

2004 0.157 1.431 0.034 2012 0.452 3.148 0.033 

2005 0.236 1.592 0.021 2013 0.481 3.313 0.019 

2006 0.328 1.632 0.056 2014 0.499 3.349 0.018 

2007 0.333 2.632 0.047 2015 0.538 3.961 0.005 

2008 0.348 2.939 0.058 2016 0.568 4.208 0.003 

 

 

图 2长江经济带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能力冷热点演变趋势(2001、2009、2016 年) 

2.3 战略性新兴产业细分行业发展演变特征 

资源禀赋、交通格局及历史条件的差异导致长江经济带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能力发展模式各异,为进一步揭示各细分行业创

新能力空间演化形态,借助 ArcGIS10.2 中核密度分析工具,分别绘制 2001、2009、2016 年 3 个时间断面下各地区战略性新兴产

业细分行业创新能力密度图(图 3),并利用自然断裂法将其密度值由低到高划分 5 个等级。总体来看,2001～2016 年长江经济带

战略性新兴产业各细分行业创新能力均提高,但核密度大小及其空间转移各异。 

(1)节能环保产业 2009 年较 2001 年原有的长三角强密度区域向南北方向延伸,带动苏北、浙南等地核密度增强。2009 年核

密度区域呈小幅度增加趋势,长沙、贵阳核密度显著增强。2016 年南京-上海-杭州成为核密度高值轴线,中东部大部分地区核密

度值进一步增加,面积大幅扩散。长沙地区密度增强明显促进了京广、杭长线周边区域的密度的提升;(2)2001年新一代信息技术

产业整体核密度均较弱,空间极化现象显著。2009 年武汉、杭州核密度有所加强,长三角核密度增长缓慢。2016 年比 2009 年长

江经济带核密度整体有较明显的提升,长三角和中三角地区核密度进一步得到加强,成都核密度持续向东北方向扩展,贵阳、南昌

核密度也在一定程度逐渐加强;(3)2001 年生物产业核密度空间分布较为均匀,各地区核密度分布“片状”格局显著。2009 年核

密度分布逐渐出现极化现象,大部分地区中心城市核密度开始出现强集聚;至 2016年,长三角地区核密度稳定提升,安徽整体密度

值上升,南昌等地密集程度虽然下降,但空间范围有所扩大。整体上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沪-浙-赣-湘-鄂”核密度呈“轴状”

延伸融合趋势。西部地区“成-渝-贵”也出现抱团态势。(4)高端装备制造产业,2001 年上海、武汉及周边地区核密度相对较高,

长沙、重庆、昆明等地区核密度也相对较大。2009年武汉、长沙两市核密度弱化,南京、杭州显著增强。2016 年比 2009年核密

度整体提升较大,长三角地区核密度进一步加强,长沙形成新的核密度较强区域,且涵盖的区域大体与长株潭城市群范围相符。南

昌、合肥核密度同样在增强,安徽大部与长三角相融合的地区成为强核密度集聚程度相对较高的区域;(5)2001 年新能源产业上海

及附近的南京、杭州等地的核密度相对较大,西部成都、中部长沙等地区核密度变化程度也相对明显。2009 年南京、杭州地区核

密度再次加强,上海核密度增强速度较快,成渝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等地核密度高于 2001 年。2016 年较 2012 年核密度空间

布局进一步扩大,核密度高值区域主要仍位于长三角地区,且初具“组团”结构;(6)新材料产业 2001年核密度分布多数以重庆、

贵阳、昆明、长沙、武汉等城市为中心呈零散分布态势;2009 年中西部地区核密度高密度区“轴带”集聚进程有所疲软,成渝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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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退化为点状格局。2016 年长三角地区高密度区分布稳固,成都-宜宾-重庆重新连结轴带,长沙、武汉、贵阳核密度“突触”延

伸。攀枝花、贵阳、十堰等地核密度强度开始显现;(7)新能源汽车产业 2001年成都、武汉等地的核密度相对较大。2009年长沙

及周边地区核密度再次加强,成都地区核密度区域由圈层扩散向轴带扩散演化。相较于 2009 年,2016年长株潭地区核密度持续加

强,呈“十字”型扩张,原有区域核密度进一步增强,面积稍有向周围扩大的趋势。 

 

图 3长江经济带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能力空间分布 



 

 8 

从空间演化形态来看,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新材料产业、新能源汽车产业以京广、沪昆线为纽带,形成“多中心、沿交通线”

的多核心轴带模式演化。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以中心城市圈层结构为主,呈现单中心极化模式演化。节能环保产业、生物产业、

新能源产业成渝、贵中、鄂湘赣组团核密度结构已形成,以多核心组团模式演化为主。 

3 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能力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3.1 空间面板回归分析 

长江经济带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能力的空间特征显示了各城市产业创新能力不仅受自身经济发展水平影响,同时受周围城

市产业创新能力、经济水平、产业结构等因素的影响,区域间的创新能力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参考已有研究
[43～45]

,本文选取经济

发展水平 RGDP(人均 GDP)、产业结构 IS(第三产业生产总值占比)、人力资源 HR(R&D 人员数量)、政府政策 GDL(教育与科研经费

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对外联系水平 OPEN(进出口总额占 GDP比重)、创新环境 EI(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基于 stata15软件

对长江经济带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能力的空间溢出效应进行分析。首先对所有数据进行单位根和协整检验,其结果均通过了检验,

表明面板数据具有较好的平稳性。再对空间计量模型进行 Hausman 检验和 Log-likelihood 拟合优度选择,Hausman 检验结果其卡

方差值为负,且 P值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对数似然值显示随机效应的空间杜宾模型拟合程度明显优于固定效应的空间杜宾模型。

因此,最终选择随机效应的空间杜宾模型进行空间建模分析。 

空间自回归系数 ρ 为 0.148(表 3),通过了 1%显著性检验,表明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能力存在着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除产

业结构具有负向影响外,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源、政府政策、对外联系水平、创新环境均具有正向影响。 

表 3空间杜宾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回归系数 

变量 
滞后项系数 

系数 t值 系数 t值 

RGDP 0.341*** 2.801 W×RGDP 0.274*** 2.658 

IS 0.064** 1.004 W×IS 0.101* 1.345 

HR 0.129 0.767 W×HR -0.105 0.624 

GDL 0.014* 0.975 W×GDL 0.107* 0.963 

OPEN 0.298** 3.514 W×OPEN -0.016* 3.371 

EI 0.081** 0.398 W×EI 0.013* 0.832 

Cons 0.534*** 2.47 P 0.148*** 2.06 

R
2
 0.862  Log-likelihood 428.421  

 

注:***p<0.001;**p<0.01;*p<0.1 

3.2 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基于 stata15 软件获得各变量的空间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结果如表 4 所示。除产业结构外,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源、政

府政策、对外联系水平、创新环境变量系数均为正,表明这些解释变量均对产业创新能力具有促进作用。 

从经济发展水平来看,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系数分别为 0.349和 0.271,且均通过了 1%水平下显著性检验,经济发展水平对本

地区及其他地区产业创新能力均有促进作用。经济发展水平差异与创新能力存在一定耦合。创新动力的背后是经济活力,经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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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水平高的城市,更加需要创新驱动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又为产业创新提供了强大基础。同时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其对临近地

区的经济影响力更大及经济联系越多,可以推动知识与信息的扩散。 

产业结构对产业创新能力的直接效应系数为 0.184,间接效应系数为 0.114,均通过了 5%显著性水平。表明第三产业比重的上

升有利于本地及邻近地区产业创新能力提升。在知识经济时代,城市第三产业占优,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软件业、金融业、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等产业关联性与知识技术密集性的生产性服务业作为第二产业配套产业和服务业重要组成成分,为地区

汇集大量创新要素,提供产业创新平台。同时这些创新要素流动性较大,其影响范围超越本地范围,使邻近地区受益。 

人力资源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弹性系数为-0.113 和-0.006,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即人力资源所带来的创新资源通过直接

或间接传导对产业创新能力虽存在负相关,但不显著。这说明R&D人员的投入对创新能力提升作用相对于其他因素而言略显次要,

这可能是因为经费投入见效快,立马在创新能力提升上得到体现,而 R&D 人员投入见效慢,在短期内,人力资本对产业创新能力提

升作用仍需要一个吸收和消化的过程,间接显示出人力资本培养很难,产业创新能力的提高更多的依靠经济发展、产业升级来驱

动。 

政府政策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弹性系数为 0.212 和-0.11,通过了 10%水平下显著性检验,表明增加科研教育经费的投入对

本地产业创新能力存在促进作用,但其对邻近地区的产业创新能力则有抑制作用。本地政府对创新能力的资金投入会提升对创新

人才、企业的吸引力,从而不利于其他城市产业创新能力的提升。 

对外联系水平对产业创新能力的直接效应系数为 0.214,间接效应系数为 0.217,均通过了 10%显著性水平,空间溢出效应显

著。对外联系水平不仅促进本地区产业创新能力的提升,对其他地区产业创新能力也具有促进作用,并且间接效应明显高于对本

地区的直接效应。增强对外联系水平可以通过人力资本、模仿与示范作用及竞争与合作效应三方面的路径对创新产生外溢效应,

对外联系水平对产业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创新环境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弹性系数为 0.092 和 0.011,通过了 10%水平下显著性检验,也就表明创新环境优化不仅有利

于本地区产业创新能力的提升,而且能够产生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推动周边邻近地区产业创新能力的提高。优化信息基础设施

水平等创新环境可以提高创新资源的使用效率,随着产业结构的“软化”,从事科研、金融、管理、教育等产业的人员比重增大,

从产业和就业结构上提升产业创新能力。 

表 4空间杜宾模型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 

因素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系数      t值 系数      t值 系数     t 值 

RGDP 0.349*** 2.699 0.271*** 2.556 0.622*** 2.168 

IS 0.184** 0.325 0.114* 1.24 0.3** 0.598 

HR -0.113 0.665 -0.006 0.522 -0.117 0.468 

GDL 0.212* 1.104 -0.11* 0.961 0.104** 1.198 

OPEN 0.214* 3.512 0.217* 3.369 0.433* 0.568 

EI 0.092* 0.973 0.011* 0.83 0.105** 0.938 

 

注:***p<0.001;**p<0.01;*p<0.1. 

4 结论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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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 2001～2016 年长江经济带地级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基于城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指数,引入空间计量模型,从时空

两个维度分析了长江经济带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能力时空演化及空间溢出效应,主要结论如下: 

(1)长江经济带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能力总体增幅迅猛,空间差异总体呈扩大态势,大部分地级单元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能

力仍处于较低水平。空间非均衡性特征显著,极少数长三角城市产业创新能力突出,核心—边缘结构明显。研究期内第一梯队、

第二梯队呈“孤岛”格局,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第三梯队多数地区跌落至第四梯队。 

(2)长江经济带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能力存在显著等空间正相关,呈现由中西部向东部集聚的总体演变态势。热点、次热点

的集聚范围相对较小,中、西部地区处于低值集群离散分布状态,热点集聚区的正向辐射效应有限,区域产业创新性能力空间失衡

区域恶化,形成“东强西弱”的空间锁定或路径依赖效应。 

(3)长江经济带战略性新兴产业各细分产业创新能力发展状态不一,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新材料产业、新能源汽车产业以京

广、沪昆线为纽带,形成“多中心、沿交通线”的多核心轴带模式演化。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以中心城市圈层结构为主,呈现单

中心极化模式演化。节能环保产业、生物产业、新能源产业成渝、贵中、鄂湘赣组团核密度结构已形成,以多核心组团模式演化

为主。 

(4)长江经济带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能力存在着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对外联系水平、创新环境

在实现本地产业创新能力提升的同时,其溢出作用也会带来邻近地区的产业创新能力增长。政府政策对本地产业创新能力存在促

进作用,但其对邻近地区的产业创新能力则有抑制作用。R&D 人员投入见效慢,在短期内,人力资本对产业创新能力提升作用仍需

要一个吸收和消化的过程,产业创新能力的提高更多的依靠经济发展、产业升级来驱动。 

信息革命进程持续快速演进,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广泛渗透于经济社会各个领域,创新驱动的战略性

新兴产业为推动全球经济复苏和增长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引发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格局重构,全球创新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

系统识别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能力发展对长江经济带创新驱动、合作共赢意义重大,此外对产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源、

政府政策、对外联系水平、创新环境等变量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能力的空间效应进行比较分析,有利于从微观尺度科学选择战

略性新兴产业各细分产业创新发展路径,但以下问题仍需进一步讨论:①由于数据获取困难,细分产业中数字创意产业创新指数

仍需进一步补充完善。②本文采用的空间面板杜宾模型是全局估计,回归系数仅能反映整体上的影响,无法揭示局部的各个城市

的产业创新能力的影响和溢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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